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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同时由于单一的政治激励加上有偏的经济激

励，负面的产出近年来逐渐增加，本文构建了一个框架可以同时衡量财政分权的正面产出和

负面产出。采用非期望产出模型计算了各省份在 1985~2001年的经济效率，我们发现随着改
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状态逐渐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有效率的省份开始从京津唐向沿海

地区转移。我们还发现财政分权和开放是能够带来这种综合效率的改善，并且开放能够限制
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但是 1994年的分税制显著降低了财政分权的作用，同时财政分权在地
区之间的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效率 财政分权 非期望产出模型

一、引言
以 1978 年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到今年一共经历了 30 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这一历程

带来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GDP 增长了 14 倍，年均增长速度接近 1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了 6.7 倍；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2.5 亿减少到 2006 年的 2148 万（吴
敬琏，2008）。但是伴随着经济开放过程的还有负面产出①的增加，比如城乡收入差距和中西部
地区间差距的持续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国内市场分割严重、重复建设和效率损失（Zhang
and Zou,1998;周黎安，2004；王永钦等，2007）。 国家“十一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
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不能片面地追求 GDP 的最大化，而是在保证 GDP 快速增长的同时降低
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产出，形成一种优质的经济发展模式②。
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绝大部分归功于制度上的改革，农业部门的改革使得家庭重新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制造业部门引入了物质激励和真实价格，以及民营经济的出现等等，
政府在这一阶段逐渐从经济生产中退出， 给予经济发展主体充分的激励（Lin,1992;Perkins,
1988）。后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各地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
的投入和外资的引入，这些直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往的理论无法解释地方政府的这
种激励，特别是无法解释为何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如此高的热情来参与经济活动。
早期用来解释地方政府介入基础设施投入的理论，大部分都认为向地方政府分权能够提

高公共品的提供效率，比如 Oates（1985）认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更有激励加大对基础设
施的投入，这直接促进了各地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考虑到公共品的供给，地方政府具有更准确
的信息，居民“用脚投票”的机制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提供优质的公共品③（Tiebout,1956）。 各地
居民对公共品的偏好和需求量是有差异的， 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无法满足这种异质性，地
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更高（Stiglitz and Dasgupta,1971）。因而为了使得公共品的提供具有
更高的效率，适当的经济分权是必要的（Musgrave,1959）。 但是分权也是有成本的，分权越彻
底，地区之间在公共品提供以及经济发展上的规模经济就越低，反之，如果越集中，则中央政
府无法协调满足各地的差异性，因而适宜的分权应该是在规模经济和满足差异性之间进行权
衡（Oates,1972）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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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

———基于非期望产出模型的分析

□范子英 张 军

15- -



但是上述的分权理论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Bardhan,2002）， 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往往
并不是以公共福利作为目标，地方政府的官员是有
其自利的动机 （Qian and Weingast,1997;Garzarelli,
2004），与上述理论的激励基础完全不同。中国从 80
年代正式开始的经济分权是伴随着政治考核的集

中化， 经济的发展成了考核地方官员的唯一指标，
因而传统的对地方政府的说教行为就转换成为了

“标尺竞争”（张军等，2007），甚至是一种“政治锦标
赛”（周黎安，2004）。 政绩考核的标尺使得地方政府
有激励发展经济，加上经济分权，中国逐渐形成了
“市场维持型的财政联邦主义”（Jin et al.,2005），各
地争相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如加大对基
础设施的投入，地区间的竞争也加大了各地援助国
有企业的成本，因而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
实证方面关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研究还

处于起步阶段（Bardhan,2002），大部分的研究都支
持中国的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发展 （Ma,1997;Lin
and Liu,2000;乔宝云，2002），反面的证据也是存在
的，Zhang 和 Zou（1998）认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
府减少了具有外部性的公共品的投入，从而降低了
经济增长，陈抗等（2002）则认为 1994 年的分税制
改革使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变为“攫取之手”，进
而损害经济效率，而胡书东（2001）的研究则没有发
现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仅在论证财政分权是

否能够带来 GDP 的增长， 有一些实证文献提到了
财政分权会产生负面作用， 比如公共品投入不足
（Zhang and Zou,1998;傅勇、张晏，2007）、地区差距
（Zhang,2006）等等，进而影响 GDP 的增长，但是这
些与 GDP 一样是财政分权的结果， 因而从理论上
说必须将其放入同一个框架下考虑；最近有一些理
论性的探讨试图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王永钦等 ，
2007），但是实证方面还缺乏证据，据我们所知，本
文是这方面的最早尝试 。 最近史宇鹏和周黎安
（2007） 利用计划单列市的数据来计算财政分权的
效率， 但是他们也没有将负面产出放入同一个框
架；陈诗一和张军（2008）利用西方政治学的逻辑认
为政府的目的是公共服务的最大化，不过这一假设
过于强硬，中国地方政府的目标是产出的最大化而
不是公共服务的最大化；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利
用 DEA（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计算了一个效率值，
并进行分解， 以此来解释市场分割带来的效率损

失， 不过同样在计算效率的时候仅考虑的正的产
出，并没有把负面产出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本文所做出的可能贡献在如下几个方面：（1）

我们在同一个框架下面去考虑财政分权的正面产

出和负面产出，在此框架下面对每一年的每一个省
份赋予了一个综合的效率指数，该指数反映了该省
在这一年相对于最有效的省份的产出效率；由于在
指数的计算时已综合考虑了经济体的正面产出和

负面产出， 这里的效率值相对于郑毓盛和李崇高
（2003）计算的效率值更具有无偏性；（2）相对于传
统的 DEA 方法， 本文采用的方法克服了径向（Ra-
dial）的缺点，所有的效率值本身包含了该决策单元
（省）的松弛量（Slacks）的大小，这使得本文的效率
值在方法论上更加科学；（3）从计算结果来看，效率
前沿的地区呈现动态变化，特别是沿海地区越来越
重要，而传统的老工业地区（如东北）则逐渐滑为没
有效率的部分；同时，本文还发现分税制降低了财
政分权的作用，不过对外开放可以减少政府在经济
中的作用，这给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本文接下来为：第二部分回顾中国财政改革的

历程， 以及伴随这一历程的正面产出和负面产出；
第三部分是介绍本文的方法、指标和数据，主要是
基于传统的非参数方法扩展到非期望产出的模型；
选择了相应的指标进行计算， 并做了简单的分析；
第四部分是分析财政分权与经济效率之间的联系；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财政分权带来了什么？
中国的财政体制基本可以划分为 3 个阶段：改

革开放前、1983~1993 年的过渡阶段和 1994 年后的
稳定阶段（Jin et al.,2005）。 1979 年之前的财政体制
被称为“统收统支”，所有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都由中
央政府控制， 各级地方政府没有自己的财政预算，
这一体制被延伸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比如有超
过 80%的财政收入由地方政府从辖区内的国有企
业征收，这一时期的财政体制只是整体的计划经济
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1980 年后出现的乡镇企业和
私营企业开始改变原有的财政体制，这一时期的财
政体制又被称为“财政承包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
府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即所有的收入分为中央享
有、地方享有、中央和地方共同享有 3 类，虽然初始
规定的合同期限为 5 年， 但由于处在实验阶段，早
期的合同条款经常变更， 特别是 1982~1983 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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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制从 1985 年开始逐渐稳定， 引入了收入税来
代替原有的上缴利润，因而新体制是基于税收类别
而不是所有制类别。 1994 年的“分税制”替代了“财
政承包制”，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跟地方税收有
关， 在最大税种的增值税分成比例上，“分税制”规
定各地都享有 25％的比例，这一规定使得各地在分
享比例上不存在大的差异。
不论是早期的“分灶吃饭”还是后来的划分税

种， 财政体制的改革都是逐渐向地方政府进行分
权，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激励使其变为“援助
之手 ” 而不是 “掠夺之手 ” （Shleifer and Vishny,
1998）。 但是仅有的经济激励并不构成地方政府发
展经济的全部激励，垂直型的政治考核机制才是最
主要的激励，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财政分权改变了
以往对官员进行的政治考核，而以地方的经济指标
作为唯一标准（Li and Zhou,2004），各地政府官员都
以 GDP 作为主要目标， 以此来实现政治晋升的可
能。 上级政府也有意利用这种政治机制促进各地的
经济发展， 比如改变任期和异地交流 （徐现祥等，
2007；张军、高远，2007）。
政治上的“标尺竞争”最终还是通过 GDP 的竞

争来达到的， 因而如果以 GDP 来衡量中国的政治
改革和财政分权，无疑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
这种有偏的激励必然会带来有偏的结果。 比如在改
革开放的初期， 各地的经济状况有一定的差异，沿
海地区的工业比重较内地省份要高，而对农业进行
征税的成本又比工业高，因而各地都更倾向于向工
业征税，在财政分权之前，各地的收支与本地的经
济状况没有关系，因而各地的基础设施与当地的经
济禀赋不存在明显的关联，但财政分权使得各地支
出与当地经济状况挂钩，那些工业比重较高的省份
的税收总量要比其他省份多，因而有更多的资源可
以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张军等，2007），财政分权
会带来各地在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异，进
而影响各地的投资水平以及吸引 FDI 的能力，最终
造成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同时由于征税成本
的差异，农业禀赋高的省份为了维持当地政府的运
转， 不得不向当地的工商企业以更高的税率征税，
这进一步使得当地的资本流向其他经济发达地区，
恶化地区间原有的经济水平差距，而这些与当地的
政府努力水平是无关的，仅仅是因为初始条件的存
在差异，而财政分权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的这种差
距（Zhang,2006）。

经济指标考核的唯一性使得各地都争相投入

那些回报较高的行业，1994 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又
使得各地的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增值税，而该税收
又与工业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这进一步加剧地区
间的竞争（Jin et al.,2005）。 经济竞争在带来各地经
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本来可以通过区域合作避免地
方保护主义，但是由于政治竞争更像“锦标赛”（周
黎安，2004），使得各地政府更不愿意与其他省份合
作，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在双重竞争条件下反
而是地方政府的最优反应⑤（陆铭等，2004），但是很
明显的是，这种个体的最优选择造成了集体的效率
损失。 比如国内市场的分割程度甚至大于欧盟内部
的分割程度，各省份与外国的贸易流甚至大于与临
近省份的贸易往来（Poncet,2003），这使得中国的国
内市场呈现一种“零碎分割”的状态（Young,2000）。

1978 年之前的经济发展逻辑基本是把重点放
在工业， 奉行的是霍夫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忽略农业的发展甚至以工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
差”来补贴工业，这造成了农业发展的滞后（林毅夫
等，1994）。 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
价格“剪刀差”的缩小缓解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但是
这一过程到 1985 年就结束了。 随着财政分权的进
行，地方政府的目标逐渐以单一的 GDP 为核心，加
上工业品的增加值要远大于农产品，对工业品进行
征税的成本也小很多，因而各地都把大部分的资源
用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严重
不足，这进一步恶化了原有的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
之前的城市倾向政策随着财政分权重新过渡到现

在，为了扩大工业附加值，各地都充分享受低廉的
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好处，因而没有动机来放宽户籍
制度， 至少城乡间隐性的制度障碍始终存在（Yang,
1999;Yao,2000）； 城市倾向的政策还使得各地对农
村的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国家把教育类的
支出下放到县甚至县以下，这些公共投入的不足又
进一步扩大未来的城乡差距（陆铭、陈钊，2004）；同
时金融系统也存在城市倾向，限制了当地农业的发
展，扩大了城乡差距（Yang,1999）。
即使是在城市内部，由于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

府更加倾向于生产性的支出， 而不是公共品的支
出。 虽然从长期来看，公共品支出能够促进经济的
发展，但是这种效应在官员本身的任期之内是无法
体现的，至少没有生产性投入的边际回报大。 财政
分权赋予各地政府对支出的控制权， 加上以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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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地方政府都有充分的激励来投资生产性的
基础设施，以此来吸引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因而 1985
年之后中国基础设施的整体水平和增速都明显提高了 （张军
等，2007）。 随着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大，公共服务性投入的比重
开始下降，比如从 1992 年以来，预算内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
重一直维持在 3%以下（傅勇、张晏，2007），公共医疗类的支出
也明显偏低，造成了“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
财政分权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 但同时很多的负面产出也

开始出现。财政分权放大地区之间初始禀赋的差异，再加上地理
优势，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区域经济差距随之扩大；政治锦标
赛的竞争模式使得各地各自为政，区域之间缺乏合作，国内市场
被分割成零碎的诸侯经济； 财政分权还强化了城市倾向的经济
政策，包括公共品的投资、金融体系以及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而
这些都在加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即使在城市内部，大部分的
财政资源被用于生产性的投入，公共品的投入也严重不足。因而
财政分权的作用就不能仅通过经济增长来衡量， 如何综合来衡
量财政分权给各地带来的效率改善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

三、方法、指标和数据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将经济过程中的正面产出，如 GDP

等，以及负面产出放入同一个框架下考虑，因而这涉及一个多投
入和多产出的模型， 传统的计量方法由于只能考虑单一产出而
无法胜任，这时候就需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的方法， 有时也称为前沿分析。 该方法最早由
Farrell（1957）提出，后来由 Charnes 等 (1978)扩展得到基本的
CCR 模型，用来评价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的
相对效率（Relative Efficiency），该方法通过线性规划构造一个
前沿面，再将决策单元与此前沿面进行对比，得到各单元的相对
效率，相对效率低于 1的部分则是该单元可以进行改进的余地。
由于无需事先设定模型的具体形式以及估计参数， 因而避免了
计量方法的主观性偏误，更适用于对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评价。
我们可以在最简单的 CCR 模型中引入本文考虑的非期望

产出，具体的做法是将其转换成投入来处理（Scheel,2001），这在
方法上是可行的， 即将负面产出按照投入最小化的原则进行规
划，模型如下⑥：

其中 θ 是要计算的效率值，该值在 0 到 1 之间，当 θ=1 时
该决策单元是有效的；xj是作为投入，这里一共有 m 种投入，一
共有 s2种负面产出 yb

j，s1种正面产出 yg
j，λj是附加的权重。这是

采用传统的 CCR 模型来解决有非期望产出的情况， 但是该模
型的致命缺点是其处理上的强制性（Strong Disposability），该模

型是径向的（Radial），即前沿面有时会
平行于 x轴或 y轴， 这确保了效率边界
的凸性， 但却造成了投入要素的拥挤
（Congestion） 或 松 弛 （Slacks） （Tone,
2001）。 举例来说，图 1给出了两投入一
产出的生产，其中 C 点和 D 点是生产有
效点，这两点的效率为 1，由这两点构成
了这个生产的前沿面，而 A 点和 B 点是
无效率的点。按照径向算法的思想，A和
B 的效率分别是 0A＇/0A 和 0B＇/0B，其中
A＇和 B＇分别是对应 A 和 B 的技术有效
点，即 A＇ 和 B＇ 的生产效率都为 1，当我
们将 A＇ 与 C 点进行对比时， 可以在保
证效率为 1 的前提下减少 x2的投入量，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 B＇点，这就是投入
松弛 （Input Slacks）， 当扩展到多产出
时，产出松弛（Output Slacks）也会存在。
为了解决上述的松弛问题 ，Tone

（2001）提出一个基于松弛测度（Slacks-
based Measure-SBM）的模型，该方法有

2 个优点：（1）投入和产出的单位不影响
效率值，即为一个无量纲；（2）该效率值
随着投入和产出的松弛严格单调递减。
我们直接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非期望

产出，假设有 m 种投入，产出有 s 种，其
中有 s1种正面产出和 s2种负面产出⑦：

其中向量 s-和 sb 分别对应投入和

图 1 传统测度中的投入松弛问题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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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投入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注：括号中的为相应的标准差。
数据来源：资本数据来自张军等（2004），市场分割

指数来自桂琦寒等（2006），其他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
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负面产出的过剩，sg则是正面产出的不足，该目标方程同样满足
对 s-、sb和 sg单调递减，目标值满足 0＜ρ≤1。 按照前面相似的推
论，当 ρ=1，s-、sb和 sg都为 0时，该决策单元是有效的。
大部分的 DEA 模型都可以归结为 4 类：（1）径向（Radial）和

有测度角度的（Oriented），（2）径向和无测度角度的，（3）非径向和
有测度角度的，（4）非径向和无测度角度的。这里的“径向”是指效
率测度中主要关注固定比例增加（减少）产出（投入），测度角度是
指投入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 径向模型忽略了松弛的影响，因而
在处理非期望产出时， 非期望产出的松弛是不在效率测度中的。
而投入或者产出角度则仅关注某一特定目标，因而只有非径向和
无测度角度的模型才能考虑效率的所有方面，这里的模型（2）就
是非径向和无测度角度模型的一种（Cooper et al.,2007）。
将模型（1）和模型（2）进行对比是有必要的，直接的结论是

模型（2）中的效率一般都小于模型（1），仅当前者的效率为 1（即
有效率）时，两者才相等（Cooper et al.,2007）。 这说明模型（2）考
虑了所有的无效率测度，而模型（1）仅考虑了纯粹的技术无效
率。 为了在实证上对比两者的差异，在随后的测度中，我们依然
报告模型（1）计算的结果。
不管是采用传统的 DEA 方法还是这里的基于非期望产出

的方法，投入和产出指标的选取都至关重要，依据本文第二节的
分析，我们把中国财政分权的负面作用归结为 3 类：（1）城乡收
入差距的持续扩大；（2）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3）公共事业的公
平缺失⑧（王永钦等，2007）。具体来说，我们选择如下指标作为负
面产出。

（1）城乡收入比，该指标用来代表由于财政分权带来的城乡
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收入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收入是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两者的比值即城乡收入差距。由
于农业增长普遍比工业增长慢， 地方政府往往优先发展城市经
济，加大对城市生产型基础设施的投入，压缩对农业的投入，这
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城乡差距。 城市化倾向的经济政策还包括
对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以及金融系统的
歧视（李实，2003），如果再加上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城市倾
向，城乡之间实际的收入差距更大。 因而财政分权越彻底，各省
份内部的城乡收入差距会越大。

（2）市场分割。本文选择的是桂琦寒等（2006）利用各地商品
价格指数构建了一个度量国内市场整合的指标， 他们认为即使
要素市场是分割的，只要商品是自由流动的，最终的产品价格将
会收敛，同样，当商品市场是分割的，只要要素是可自由流动的，
也能使得产品价格趋同；而 Poncet（2002,2003）基于贸易法得出
各省的“边界效应”并不是一个稳健的度量，当两地间的商品有
很大的替代弹性时， 极小的价格变化都会引起贸易流的显著变
化 ， 但这些变化与市场分割无关 （Parsley and Wei, 2001a,
2001b）；选择桂琦寒等（2006）的市场化指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该指数是目前唯一能够得到面板数据

的方法。
（3）公共事业投资不足，我们先计

算各省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科文卫的

比例，接着用 1 减去该比例，该数字越
大， 说明该省份用于公共事业的投入
比重越低⑨。 分权会使得地方政府追求
单一目标，盲目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
进而压缩对公共事业的投资（Démurg-
er et al.,2002）；实证上也发现中国的财
政分权会带来对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

的投资不足（傅勇、张晏，2007）。
以上是效率测度中的负面产出

（Badoutput）， 正面的产出即各省的
GDP。投入指标我们沿用郑毓盛和李崇
高（2003）的方法，将资本和劳动作为投
入品⑩，前者采用张军等（2004）计算的
各省份资本存量， 后者利用各地的从
业人员数。我们的样本期间是从 1985~
2001 年中国 28 个省份輥輯訛的数据， 之所
以从 1985 年开始， 是因为在 1985 年
之前地方政府对其财政支出没有决定

权 （Qiao et al.,2008）； 由于这里基于
SBM 的非期望产出模型衡量的是一个
相对效率，而每一年的前沿面（最有效
的生产）都会改变，因而在测算跨年的
效率值时， 效率值已经包含了技术进
步的因素， 为了使得效率值跨年具有
可比性，在具体的计算中，我们分年计
算相对效率值的大小。
表 1 给出了本文的投入产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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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85~1987年的平均效率值

图 5 1992~1994年的平均效率值

的统计学描述。很多
研究都指出 1994 年
的分税制改变了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依存关系，因而我
们选取初始的 1985
年 和 之 后 的 1993
年 ， 以 及 最 近 的

2001 来考察； 可以
看出资本的投入一直是快速上升的，同时其横向差
异也是扩大的； 而劳动力历年来变化不大；GDP 平
均水平是逐年增大的，1985~1993 年扩大了 4 倍，
而 1993~2001 年扩大了 3.12 倍， 如果以变异系数
（标准差/均值）来衡量绝对变化程度輥輰訛，GDP 有趋同
的迹象。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水平 1985~2001 年一直
持续恶化。 市场分割指数 1985~1993 年是扩大的，
而 1994~2001 年是缩小的，这说明国内市场在分税
制后是趋于整合的， 同时地方之间的分割程度趋
同。 公共投入方面的平均水平变化令人担忧，投入
不足的现象持续恶化，1994 年的分税制加剧了这一
趋势。 这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的同
时伴随着负面作用的增大。
我们依据模型（2）计算了 28个省份 1985~2001

年间的效率值，从图 2可以看出，全国平均的效率值
历年基本维持在 0.6 左右， 其中东部地区明显高于
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
区的效率值最低，三大地区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由于这里每一年的效率值
都是相对效率，因而可能说明了地区间的差距并没
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缩小。 当比较模型（1）和
模型（2）的计算结果时，发现时间趋势上两者都相
同，不管是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计算还是传统的 CCR
模型， 两者都表明三大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不
过从图 3可以看出，由 CCR计算的结果整体上要高
于模型（2）的结果，原因在于模型（2）的效率值考虑
了负面的产出，并且前者的地区差异要小于后者。
为了详细比较效率值在各地的分布，以及随年

份的变化，我们计算了初始的 1985~1987 年 3 年各
省平均效率值， 以及 1992~1994 年和 1999~2001
年，平均值主要是为了平滑特殊年份的影响。 从图

4、5、6可以看出，云南、上海、辽宁、江苏和湖北在历
年都是处于最有效的前沿，其中上海、江苏和湖北
之所以充分有效， 是因为这些地区的 GDP 产出更

有效， 比如 2001 年这些地区的人均 GDP 较其他地
区要高（图 7），而云南和辽宁之所以有效，则是因为
其资本的使用效率较全国其他地区要高，但是仅此
并不能保证该省份处于有效生产的前沿，比如 2001
年北京的人均产出仅次于上海，而黑龙江的资本使
用效率也是处于全国领先位置，但是这些地区并不
是有效生产， 原因在于这些省份的负面产出过多，
比如北京和黑龙江的公共品支出比重过低。

图 3 基于模型（1）的全国东中西部
1985~2001年的平均效率值

图 2 基于模型（2）的全国东中西部
1985~2001年的平均效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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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1年的效率值与人均 GDP

图 6 1999~2001年的平均效率值

表 2 2001年不同权重下的效率变化
（权重为负面产出 /正面产出）

从图 4可以看出， 改革初期的效率分
布还基本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影响， 除了南
边由于较早享受改革开放好处的广东省和

西部的云南省， 有效的省份基本集中在长
江三角洲—京津唐—东北， 东北和京津唐
主要还是计划经济下的重工业投资带来的

好处；到了分税制前夕（图 5），随着改革开
放的进一步推进， 有效省份开始从京津
唐—东北向东南沿海地方转移， 这些地区
有地理和政策上的优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

确立，其生产更加有效；分税制并没有使得地区差距有明显
的变化（图 6），不过广西原有的地理优势开始被临近的湖南
替代，同时安徽的资本使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得其跃居最
有效的前沿。
有效省份的原因基本是正面产出较大同时负面产出较

小，但是我们依然无法确定无效生产的省份（图 4~6 中白色
标记的省份，低于 0.5）的具体原因，这些地区到底是因为生
产过程中产出不够大，还是仅仅因为这些地区的负面产出太
多了。在模型（1）中，我们假定对负面产出和正面产出同等对
待，即两者的权重为 1∶1，如果改变权重，则会改变效率值的
大小，如果权重变大即赋予负面产出更大的权重，则那些由
于负面产出过多导致无效的省份，其效率值将降低，反之，如
果赋予正面产出更大的权重，则那些由于正面产出过少的省
份的值将降低，因而可以通过权重的变化来观察导致无效的
具体因素。 以 2001 年为例，我们按照 0.3∶1、1∶1和 3∶1这 3种
比例重新计算了效率值，从表 2 中可以明显看出，随着权重
的变大，所有的省份的效率值都是变小的，这说明所有无效
的原因并不是这些省份的产出不够有效率，而是负面产出过
多导致的輥輱訛。那些效率值没有处于平均水平以上的省份，是因
为其收入差距过大、市场分割太严重以及对于公共品的投入
不足，而并非是由于其 GDP 的产出过小，这也说明地方政府
在单一考核机制下，一味追求 GDP 的最大化的目标是成
功的， 然而这一过程所产生的负面产出已经开始影响其
综合的经济效率。

四、财政分权与经济效率
财政分权会直接影响一省份的支出结构， 分权能够

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变紧，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扶持，
因而产出更有效；但与此同时，分权的强化会使得地方政
府更加倾向于那些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入， 而忽视公共
性产品的投入（傅勇、张晏，2007），如医疗和教育等，而这
些会使得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同时由于地方性的重复建
设过多，市场分割也会进一步加剧（周黎安，2004；王永
钦等，2007；桂琦寒等，2006），因而伴随着分权的是负面
产出的增加。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
段，分权能够带来经济产出的增大，同时负面产出的增加
幅度也很小，因而综合效率会上升；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正面的边际产出下降，而负面产出急剧增加，因
而综合效率开始下降；所以分权能够带来效率的改善，但
是边际效率是下降的。
首先开放程度会影响一省份的经济效率， 开放能够

吸引更多的投资，特别是 FDI 的引入会提高资本的使用
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同时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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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本模型的结果

注：***、** 和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5%和 10%，
括号中为 z 值。

外资涌入也会要求政府改善其治理效率，
降低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硬化政府的财
政收支， 这会更加有利于私有经济的发
展，提高一省份的资源利用效率；虽然经
济开放在短期会加剧市场分割，而从长期
来看会促进市场整合 （陈敏等，2007）；同
时经济开放还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

市的转移，加快城乡融合速度，这会降低
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因而能够改进该省份
的经济效率。可见开放程度一方面可以提
高正面产出， 另一方面可以降低负面产
出，因而能够从总体上提高经济效率。
城市化水平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明

显的，该指标可以间接反映自然资源和地
理条件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Lin and Liu,
2000;史宇鹏、周黎安，2007），东部沿海地
区的地理条件更加优越，同时又较早享受
了各种优惠政策，得以更早融入全球经济
（Démurger et al.,2002）， 并且获得了更多
的 FDI （杨开忠，1994； 魏后凯，2002；武
剑，2002），早期的乡镇企业也偏向于东部
而不是中西部（万广华,1998），甚至财政的
转移也更加偏向于东部地区 （马拴友、于
红霞，2003），基础设施在东部地区也比中
西部地区要好（张军等，2007）。 另外由于
规模经济的存在，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特
别是大城市出现，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效
应， 进而提高每一单位资源的使用效率，
这表明一个省份如果城市化水平越高，在
其他条件相同时，其经济效率也会越大。
由于效率值是介于 0 到 1 之间，我

们建立如下的 Tobit 模型輥輲訛来估计这些因

素对综合效率的影响：
Effit=α0+α1FDit+α2Openit+α3Urbanit+ε it

其中 Eff 是各省份基于非期望产出模型的效率值，FD 代
表了各地的分权程度， 不过对此指标的构造往往有一定的争
议 （Martinez -Vazquez and McNab，2003）， 比如 Lin 和 Liu
（2000） 采用财政收入中地方政府的边际留存来度量分权，而
Zhang 和 Zou（1998）采用传统的财政收支指标，不同的分权指
标其结论也相差很大。为了稳健性考虑，本文同时选择了收入
和支出 2个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即：地方政府预算内人均财
政支出占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以及地方政府
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占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Open 代表的是经济开放度，这里采用人均进出口，之所以没
有采用传统的外贸依存度是因为 GDP 已经在我们计算的效
率里；Urban 代表的是城镇人口的比重。
经济开放会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进而降低分权的

作用，因而我们引入分权与经济开放的交叉项；同时很多研究
都指出分税制改变了政府间的关系，财政分权在 1994 年前后
的作用相差很大（陈抗等，2002；张晏、傅勇，2007），所以引入
1994 年的虚拟变量（1994 年前取 0，之后取 1）与财政分权的
交叉项；同时控制了年度变化的影响。因而我们将上述基本模
型扩展为：

其中 D94 是分税制的虚拟变量，H 分别代表的是 1986~
2001 各年的虚拟变量，其他变量的定义与上式相同。 财政分
权的指标来自于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其他指标来自于《中
国统计年鉴》。
我们首先基于基本模型计算了财政分权对效率的影响

（表 3），基于稳健性考虑，我们考虑了按照收入法和支出法度
量的财政分权指标， 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很大的差异
性，因而在随后的分析中仅报告支出法的结果。在不控制年度
虚拟变量时，财政分权每增加一个单位（即比全国人均财政支
出增加一倍），会使得效率值增加 0.08，同时经济开放和城市
化水平的提高都会显著改善效率；在控制了年度影响后，财政
分权的影响略微变小，同时经济开放仍然显著影响效率值，不
过城市化不再重要，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没有控制年度之前，城
市化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跨年而不是跨省份。 这里基本的结论
是，财政分权能够带来经济效率的改善，这种改善也说明财政
分权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要超过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在扩展模型中我们感兴趣的是经济开放是否会削弱政府

的作用，以及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 从
表 4可以看出，在不引入分税制和年度差异时（第 1 列），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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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和经济开放能够促进效率改善，两
者的交互项显著为负， 说明经济开放能
够部分抵消政府在经济中的作为， 经济
体越开放， 财政分权对效率改善的作用
越弱，这与陈敏等（2007）的结论一致，经
济开放将会提高政府实行地方保护主义

的成本， 因而将弱化地方政府主动发展
经济的激励， 强迫政府扮演 “看不见的
手”，而不是“援助之手”。 即使在考虑年
份差异后（第 2 列），结果也基本没有差
异。 第 3 列的结果表明分税制的改革本
身并没有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1994 年
前后经济体并没有出现本质性的差别；
不过依据陈抗等（2002）的研究，分税制
使得政府有从“援助之手”转变到“攫取
之手”的趋势，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财
政分权的正面作用， 所以在第 4 列中引
入 1994 年虚拟变量与财政分权的交叉
项，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分税制
会降低财政分权对效率改善的作用，将

SFD和其与分税制交叉项的系数联系起来， 我们发现 1994 年
之后，财政分权实际上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作用，这在一定程
度上支持了陈抗等（2002）的结论輥輳訛。
地区輥輴訛之间的差异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表 5同时列出了

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的结果，从扩展模型来看（第 3、5、7 列），
地区间的差异是明显的， 财政分权在东部和西部都有显著影
响，说明分权是造成地区内部效率差异的重要因素，并且财政
分权在东部的作用远比西部要大，而经济开放仅在东部地区内
部有影响，西部则没发现显著影响，这很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
内部整体的开放度都较小导致的輥輵訛，较小的方差导致显著性较
低；财政分权在中部地区对经济效率的改善不显著，这主要是
缘于中部省份的财政分权程度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其内
部同质性更强輥輶訛，中西部之间的比较也说明，西部地区内部的
异质性更加明显，财政分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政府发展经
济的激励。 另外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呈现负的显著性，城
市化水平越高，经济效率反而越低，这主要是因为中西部地区
的城市化水平的差异还延续了计划经济的模式，比如黑龙江和
吉林的城市化水平在中部的 8个省中最高，但是其资本的使用
效率却很低，导致其经济效率低于中部其他省份；另外一个可
能性是，城市化水平越大的地区说明政府需要对城市进行更多
的投资，相应可用于农村的投资就减少了，进而从长期来看，会
扩大当地的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的集聚
效应也越大，这会提高要素的边际回报，这对经济体一正一负
的作用综合反映在回归系数的正负上，这里的结果表明负面的
作用要大于正面的作用，城市的集聚效应还偏小。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模型，能够在既考虑正

面产出也考虑负面产出的情况下综合给出一个客观评价，并且
还比较了其与传统的衡量多产出的 CCR 模型之间的差异。 我
们应用该模型来评价中国各省份的经济产出，通过对指标的选
择和计算，我们发现，传统 CCR 模型的效率值要大于基于非期
望产出模型的值，而前者的差异却更小。 随着改革的推进，
有效的省份也在变化， 开始由京津唐—东北地区向东南沿
海转移，这些地区较早享受了改革开放的优势，其产出也较
其他省份更加有效。 在本文的框架下，仅有经济产出的扩大
并不能保证生产的充分有效性， 负面产出的降低也对效率
值的提高有重要影响，这使得安徽和云南的充分有效，而北
京和黑龙江却不是有效的。
我们还检验了各省份经济效率产生差异的原因，财政分

权导致了各地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带来了负面产
出的增加，我们的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开放能够带来经济
的增长，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将限制政府在经济中的

表 4 扩展模型的结果

注 ：***、** 和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5%和
10%，括号中为 z 值。

表 5 地区间的差异

注：***、** 和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5%和 10%， 括号中
为 z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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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使得财政分权的影响降低。分税制前后并未出
现系统性的差异，不过分税制改变了政府的行为，分
税制急剧降低了分权对经济的正面作用， 使得政府
有从“援助之手”滑向“攫取之手”的趋势。 另外地区
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财政分权在东部和西部显
著促进了当地效率的改善， 但在中部省份却没有明
显作用。
开放与财政分权的交互影响显著， 说明经济的

进一步开放将有利于使得政府从经济行为中退出，
特别是在 1994年之后，分税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
为， 国内市场的开放将会限制政府的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为。另外，中西部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带来综合
效率的改善， 这也说明当地偏小的城市规模并没有
显示出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足够大的集聚效应，
进一步建设大型城市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研究中心；责任编辑：蒋东生）

注释

①这里的负面产出是指我们不需要的产出， 这些产出的增
加会降低国民福利，比如环境污染等。
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和谐社会的具体内容为 ：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社会，关键词还是公平正义。
③Tiebout 的理论有 2 个隐含的假设：（1） 要素充分流动，虽

然中国目前逐渐放松户籍制度，但还存在隐性的制约，远没达到
自由流动的地步；（2）政府是对下负责的，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
也不符合（Zhang,2006）。
④Oates 同样强调为了保证分权的作用，财政稳定和财政分

配必须由中央政府控制 ， 地方政府仅负责对公共品的分配
（Oates，1968）。
⑤当然这种反应还可能是地方保护的主要是未来能够带来

巨大收益的行业，比如高科技产业（陆铭等，2004），但是很明显
的是，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是从原材料到产品的整个生产链，比
如典型的烟草行业，其地方保护主义很大，因为该行业能够给地
方财税做出巨大贡献（Zhou,2002），有时候即使是亏损的行业也
存在过度投资（周黎安，2004）。

⑥关于这些模型的具体描述以及相应扩展的解释 ， 参考
Cooper 等（2007）。

⑦该方法在环境效率的测度方面应用很广泛，比如 Zhou 等
（2006） 就采用该方法来衡量 1998~2002 年间 30 个 OECD 国家
的 CO2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⑧按照第二节的阐述，这里还需要考虑地区差距，但由于这

里测度效率是将每一个省份作为一个单独的单元， 因而单元之
间的差距无法在模型中考虑，所以这里我们舍弃掉地区差距。
⑨在具体的计算中，我们也采用张晏的建议，直接用基础设

施支出的比例，结果发现两者计算的结果几乎没有差异。
⑩这里的投入指标只考虑决策单元可控的因素，对于不可控

因素，如地理位置等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同样，那些不构成直接
投入的因素也不作为投入要素，比如各地的利用资本的能力等。
輥輯訛其中重庆、海南和西藏由于数据不全而没有包括在内，这

里是 28 个省份的数据。
輥輰訛 计 算 得 到 的 1985 年 变 异 系 数 为 1.68，1993 年 为

1.43，2001 年为 1.35。
輥輱訛还可以通过观察具体松弛量得到相同的结论， 这里的结

果是，所有的松弛都在投入或者负面产出，而没有正面产出的松
弛，本文由于篇幅考虑没有列出具体的松弛量，有需要的读者可
以向作者索取。
輥輲訛由于 Tobit 模型的估计采用的是极大似然法，因而这里的

结果都是随机效应，无法得到固定效应。
輥輳訛我们以 1994 年作为分界来看效率值的前后变化，发现 28

个省份中有 14 个的效率是下降的， 而只有 9 个省份是上升的，
其余 5 个保持不变。
輥輴訛关于东中西部的划分，我们遵循张军和高远（2007）的作

法，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
建和广东 10 个省份，中部包括河南、山西、安徽、江西、黑龙江、
吉林、湖北和湖南 8 个省份，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10 个省份。
輥輵訛东部地区的人均进出口是西部地区的 15 倍，而其标准差

为 29 倍。
輥輶訛中部省份的人均财政支出在全国水平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0.6），不仅低于东部地区（1.2），甚至低于西部地区（0.8），东部地
区内部的差异也处于全国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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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bnormal economic inspiration, bad outputs have also grown. Therefore, we have, in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framework that can measure the good and bad output brought about by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By the use of
the model concerning abnormal output, we have calculated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each province from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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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can improve this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and that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can restrict the government role played in economy. But the tax-sharing system adopted in 1994 has no-
ticeably reduced the effect of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role of the fiscal decentral-
ization and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work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in each area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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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ctations of an enterprise— the key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e strategy of an enterprise, point out the
orientation of an enterprise. By our study, we have found that, out of China’s 500 top firms, 421 enterprises have
set up their targets, that 260 enterprises of the 421 firms have explicitly stated their world-class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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